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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冠疫情引发的

对宏观经济学建模的思考

王 勇
*

摘要: 如何更好地对新冠疫情的影响与应对政策进行宏观经济学分析? 如何

更有效地将政治经济学引入宏观经济学分析中? 本文对相关宏观经济学建模所需

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建议应该对理论模型的数学性质进行深入分析、突出信息与

不确定性的作用、不局限于纳什均衡、包容市场不出清的非瓦尔拉斯的可能性、更
充分地刻画政治经济学过程、讨论福利性质与最优改革问题、更好地体现不同发展

阶段经济的基本面结构性区别。本文还扼要介绍了两个强调制度的宏观经济学模

型，一个是对中国与印度的内生政策进行比较的宏观模型，另一个是关于最优制度

改革的增长模型，以此说明研究与中国相关的制度和宏观经济学问题时所可能面

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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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更多的是规范性政策分析( normative policy analysis) 。比

如 Ｒamsey 政府是运用帕累托最优的效率规则，对不同的政策进行排序( ranking) 来选出一个

最优的政策。但是现实中的很多政策本身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且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内

生于整个经济的基本面，也内生于整个政治体制的过程。对于政策或者制度，我们需要区分

它的 de facto( 实际上) 和 de jure( 法律上) 的效果。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的地方执行，或者由

不同的人执行，效果也可能非常不同( Bardhan，2016) 。在这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下，我们

看到了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以及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效果。宏观经济研究也需

要更多地关注实证政策分析( positive policy analysis) ，即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个政策的实际制

定过程、执行过程和最后产生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理解生活中包括新冠疫情事件在内的，一

系列重要现实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被现在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分析所忽略的。
在分析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时，如何把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见解和

宏观经济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学术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中国政

治经济学研究近年来在快速的发展，研究了诸如央地关系、GDP 锦标赛、官员晋升机制激励

等一系列的问题( Li and Zhou，2005; Xu，2011) 。该领域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委托代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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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agent model) ，在博弈模型中收益通常都是外生给定的。而现实中，很多政策会通

过一般均衡影响经济的基本面，又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影响各个政策博弈方的得益，所以收

益矩阵( payoff matrix) 本身是内生的。国内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并没有很好地和宏

观经济框架嫁接在一起( Acemoglu，2009) 。此外，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问题时还需要考

虑各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将这些不同的特点细化到

模型中去体现尤为重要。事实上，这些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需要研究不同发展阶

段最优的政府治理结构，也需要研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进行最合适的改革，这些也都是

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 王勇、华秀萍，2017) 。
由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下反思宏观经济学研究，我认为以下这些方向可以做得更好。
( 一) 鼓励对这些具体的制度因素进行数理建模、建立一个数学分析框架，并且进一步讨

论均衡的定义以及一系列数学性质。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地阐述研究这个数学分析框架

的经济学意义。要么是提出一个原创性的、新的数学框架; 要么是运用他人的框架，但是能

够对该数学框架下均衡的定义、存在性、唯一性、多重性和稳定性等数学性质进行阐述。
( 二) 应该更加显性地突出“信息集”“预期”与“不确定性”的作用。虽然经济学研究中

经常为了简化问题而省略经济基本面，但这些经济基本面和信息集往往会影响一个决策的

产生。比如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很多政策都是在不完全信息下做出的决定。疫情不是同时

发生的，武汉先发生疫情先采取政策措施，国内其他地方政府会去观察与学习。外国也会学

习了解中国的防疫政策。政府决策行为是一个贝叶斯更新的过程。那么在不同的信息集

里，决策会是非常不一样的。
20 世 纪 70—80 年 代 的 理 性 预 期 革 命 中，非 常 关 键 的 就 是 把 贝 尔 曼 方 程 ( Bellman

Equation) 系统地引入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中。正如卢卡斯认为的政策会改变整个经济结

构和预期，所以每个决策者的行动就是一个政策函数( Policy Function) ，而不只是求解联立

方程组获得的一个数字。预期对于理解一个决策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

到，一个政策选择不仅仅取决于过去所做过的政策选择的一个时间序列，还取决于人们的预

期。
不确定性与如何考虑均衡概念有关。传统宏观经济研究中往往假定建模者知道真实的

模型是怎样的，然后得出推论和假说。但现实中决策者往往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定。
比如我们都不知道新冠疫情会以什么样的模式传播扩散，但是政府必须要做决策。稳健控

制刻画的是假定决策者并不知道正确的模型是什么，基于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去做决

策的问题。这也是最近几年 Lars Peter Hansen 和 Thomas J． Sargent 的想法，希望把稳健控制

更好地引入到宏观经济学，因为这相当于放松了理性预期的假设，将理性预期变成一个特例

( 王勇，2016) 。
( 三) 非协调情况下的各政府主体之间并不总是静态的纳什均衡，也可能是序贯均衡或

者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比如说央地关系中，可能是中央政府先出一个政策，然后地方政府

再出应对政策，是一个动态的博弈，有可能是一个序贯均衡( sequential equilibrium) ，或者如

果考虑时间一致性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time consistent 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这对于强调动态影响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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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对市场方面的讨论，应该更明确地包容“市场不出清”或者“市场不完全”的可能

性，不能直接假设各个市场会自动出清。此次疫情导致了很多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中有供

给有需求，可是不能实现市场出清。这意味着有某种非瓦尔拉斯均衡存在，可以考虑引入搜

寻匹配过程或者其他非瓦尔拉斯过程对市场失灵进行解释或者刻画。比如在中国有些市场

是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完成需求和供给的配套。
( 五) 应该更好地考虑政治经济学过程，比如考虑利益集团的问题。比如，什么决定了中

央计划者对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所赋予的权重? 对于同时要兼顾多个不同目标的决策主

体，如何在不同目标之间赋予相应的权重? 在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这些权重往往是内生的，

而且并不一定是线性加权，可能有其他排序的方式来做。在考虑中国问题时应该更加细化，

加强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的互动。
( 六) 应该更好地考虑如何进行政策 /制度改进( 改革) 与福利改进的问题。当我们在分

析已有的制度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政策改革，来设计一个更好的制度的时候，就需要去考虑

机制设计的问题。比如说疫情以后，如果去掉 GDP 增长目标，这会怎样影响各个不同层级

政府的激励问题? 是否到达某个发展阶段之后，GDP 增长目标就应该去掉? 如何去改进福

利? 如何对政策工具进行选择? 到底哪些人应该参与做决策? 决策者的目标函数是否正

确? 这些问题，在一个更大的优化问题里面，都是内生的选择变量。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这样

一个制度转型的国家特别重要，如果我们发现政策 /制度不对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改进它。
( 七) 应该把经济的基本面和产业结构更好地深入体现在模型里面。虽然这会让模型的

符号注释( notation) 变得更长，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产业结构方面，要考虑产

业结构在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比如在疫情背景下，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不同产业需要其消

费者或生产者的面对面聚集程度是不一样的。疫情会对人员面对面聚集程度要求高的产业

产生抑制作用，比如餐饮业和影院。而有些产业疫情对其影响就小很多。
除了从政府角度出发，从实体部门的角度也可以展开更多的探讨。当一个公共卫生冲

击出现时，我们怎样去探索不同产业受到的影响不一样? 产业中上下游之间的联络会受到

怎样的影响? 不同的政府主体选择的变量是其他政府的一个对应函数，而其他博弈方的选

择也会受到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所以经济基本面大家是共通的。所有的选择也都不是那么

的独立。即便是给定一个政府层次结构，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时的禀赋结构也是不一样

的。新结构经济学讲禀赋结构并不只是要素禀赋结构，还包括了制度禀赋、自然禀赋，是一

个三维的禀赋结构。如何把不同的发展阶段性更好地体现在模型里面，对于一个发展中国

家的研究是特别重要的。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很显性地讨论不同的发展阶段下，对不同

层级的政府应该设定怎样的考核目标。标准教科书里讲政府作用的时候，基本上体现不出

发展阶段的区别。但是新结构经济学指出的“有为政府”需要考虑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应

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导致一系列的市场扭曲情况可能不一样( 王

勇、华秀萍，2017) 。
接下来我想分享两篇自己在研究政府和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文章，也是对上述反思的

具体例子展示。一篇是 Wang( 2013) ，讲的是财政分权，内生的经济政策是一个一般均衡的

政治经济学模型，考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宏观政策模型里有很多是针对民主选举制

34



王 勇: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对宏观经济学建模的思考

度的。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考察模型中非选举民主国家的政策决定过程，并

把中国和印度放在同一个研究框架里。文章使用了 Dixit 等( 1997) 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利益

集团( special interest group) 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解释了为什么在大部分贸易理论都

认为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情况下，现实中还是有关税存在; 解释了利益集团如何去游说并影响

政策。在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他们虽然不一定用美国游说的这种方式，但也会通

过其他方式去试图影响政府决策。因此 Dixit、Grossman 和 Helpman 提出的分析框架可以用

于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我把多层政府引进来，它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水

平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垂直关系。利益主体有本国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者在利益

上相互影响并且会去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央政府选择了两个内生变量，一个是关税的

税率，另一个是外资企业进入时的利润税率( profit tax rate) 。而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是外资

企业进入的进入成本，如一系列基础设施投资和市场准入限制都会影响这个进入成本。中

央政府的决策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是一个动态的、序贯的游说影响。先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

的一个博弈，决定了关税税率和利润税率。然后在地方政府再进行一个博弈后选择外资企

业的进入成本。在三个内生政策变量给定以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标准的一般均衡的市场过

程。
这篇文章是基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比较，但是它可以推广开来去比较中国和苏联、越南

等国家之间集权和分权的研究。政治上中国中央政府权力比较大，经济是分权的。印度正

好相反，政治是分权的，因为印度不同邦的官员是由当地自己的选举产生的; 但是印度的经

济是集权的，比如在建造基础设施时，它需要一层层地向联邦政府去申请审批，都通过之后

才能做，导致了很多事情做不起来，或者效率不如中国高。类似地，Blanchard 和 Shleifer
( 2001) 比较了中国和苏联。他们认为苏联在转型的时候，把政治权力一下放开之后社会混

乱无序可能是导致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而中国中央政府权力比较大，保证了改革过程是有

序进行的。如今的越南，政治改革比较激进，而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展很快。各国在政

治、经济上的分权集权不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也不同，如何将这些过程体现在模型中

对很多问题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去分析日常生活中制度对于企业或者

个人行为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大致分为“拿钱办事”“不拿钱不办事”“办事不拿钱”“拿钱不

办事”这四类，然后分析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改革。如果一个国家觉得现有的制度不好，那是如何改的问题。前

有林毅夫老师和杨小凯老师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我的第二篇文章 Wang( 2015) 希

望把最优的改革引进来，其中涉及到政府的政治能力强弱。将改革的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

可变成本。如果政府强势，每次改革的固定成本就很低。比如，美国要形成一个决策需要议

会讨论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决定，那它改革的固定成本就很大。而中国，政策很快可以下达，

我们可以认为它的固定成本很小。但是如果改革未能协调好各利益攸关方的关系或者因为

存在的市场扭曲很大，导致改革的可变成本可能非常大。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相对大小，

就决定最优的改革频率与每次改革的幅度。所以最优制度改革应该是渐进还是激进，会取

决于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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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Wang Yong
(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o conduct better macro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 19
pandemic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How to introduce political economy into macroeconomic
analysis more effectively? In this paper，we discuss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macroeconomic
modeling． It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discuss the mathematical properties of theoretical models，put
more emphases on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do equilibrium analysis apart from Nash
equilibrium，welcome the possibility of Non－Walrasian mechanisms，depict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discuss welfare and optimal reforms，and characteriz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lso briefly introduces two macroeconomic models of
institutions to illustrate the challenges in modeling macroeconomy and designing institutions: One
is about the comparison of endogenous polici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the other is a growth
model with optimal institution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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